
毛泽东布局新中国国防工业

新中国建立伊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为保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提高国际地位，毛泽东下定决心，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和为之服务的现代国防工业。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政协会议，毛泽东发出了建设强大国防的号召：“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开宗明义地引述孙子的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认为只此一句，就已精辟地阐明了战争、军事、国防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新中国加强国防建设的宣言书。

“万国牌”基础上的系统布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的武器装备绝大多数是缴获的敌军武器，被称为“万国牌”，性能落后，零备件已无来源，多数已不能使用。显然，这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极不适应。毛泽东多次在军委会议强调：尽快建设国防工业，生产出武器装备精良的人民解放军，是摆在新中国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随着苏联援建项目的展开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急迫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的基础工业。毛泽东做出的一系列决策，在建设国防工业方面可概括为三大举措。

从领导体制入手，建立国防工业领导机构。1950年初，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及政务院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筹备组、兵工办公室、电信工业局和船舶工业局等机构，负责组织武器装备生产和军工企业调整工作。1951年1月，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并将兵工办公室升格为兵工总局，负责统一规划和协调兵工生产建设。随后，成立了由聂荣臻任主任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在重工业部设航空工业局。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有许多毛泽东对国防工业建设的重要批示。1952年5月，他批准《兵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兵工五年新建设大纲》，要求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题。7月26日，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兵工要提早建设，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报告》规定18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确定争取苏联援助，建设十几个兵工企业。1952年8月，成立了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负责管理兵工、航空、电信和船舶工业，着手组织大规模的调整建设工作。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聂荣臻任主任，陈赓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对军内外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协调、监督检查，重点研究发展以原子弹和导弹为主的尖端技术，尤其是与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同步，形成了对未来长远发展具有奠基石意义的坚实技术基础和科研力量。

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军委会上强调，把国防建设需要与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已有的工业、技术基础更好地结合起来，既能满足未来战争的基本需要，又不过多占用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把有限的财力用在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上。

调整原有军工企业，构建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将接管的军工厂与解放区的军工厂合并，只能生产步枪、机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和数量有限的小口径火炮，船舶、航空企业多是搞点修理和装配;而无线电零配件的供应，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根本不具备国防建设必需的飞机、舰艇、坦克、大门径火炮、军事电子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研制条件。但这些在毛泽东的眼里，就是最为宝贵的。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防工业建设能极大拉动生产力。

1953年1月，毛泽东明确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加快组建空军、海军、防空军，加速炮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等军兵种的整编。国防工业的力量组合均按现代战争的需求组合，如将空军的主要人员和设备集中为6个重点大厂，无线电按专业化要求组成6个无线电厂，船舶工业通过改造、租用和重组，按海军发展要求，形成几个重型造船厂。

学习苏联模式，制定和实施国防工业科技与建设计划。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的需要，毛泽东决定：在1950年使用的6000万美元苏联借款中，有2000余万用于海军、空军的军事定货。1951年7月，毛泽东派徐向前率团赴苏就军工项目进行谈判，特两次致电徐向前，强调应邀请苏联先派设计组来华，结合中国情况作出设计后再确定项目。

毛泽东在复电中提出：“对苏业已答应的七种武器及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四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华;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国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决定;兵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复电之细微，可见他对国防工业建设的重视。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53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强调要将国防工业列为“一五”计划建设重点。要求五年内初步建设起国防工业体系，以保证军队武器装备的需要，保持国防战备必要的武器和弹药储备。他还指示总参根据国防建设五年计划的要求，组织力量对二战中各国军队武器装备数量和弹药消耗情况，以及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武器弹药的投入与消耗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拟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所需武器装备与弹药的基本数量，为制定国防工业建设计划提供了依据。

1953年1月22日，毛泽东主持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与会者认为：为保障国家安全，国防工业应有这样一个基础，一致赞同李富春提出的五年建设计划。这是中共中央在国防工业初创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一直到6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垄断，毛泽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军队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指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1952年和1956年，毛泽东两次派周恩来率团赴苏谈判，签订了包括援助国防工业建设的系列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向中国建设的66个大型军工企业和8个科研院所提供援助;对我国几十个军工企业进行改扩建等技术改造。“一五”期间我国新建航空、无线电、兵器、造船等大型骨干工程4项，改建扩建老厂的大中型工程51项，完成了制式武器的试制生产和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务。

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军委会上强调，考虑国防军工生产和建设的具体项目，要有长远目标。最主要的是，解决如何把国防建设需要与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已有的工业、技术基础更好地结合起来，既能满足未来战争的基本需要，又不过多占用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把有限的财力用在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上。因此，“二五”计划把国防工业建设的重点放在尖端技术和无线电、光学仪器等科技发展上。有重点地建设军工科研设计机构，使我军武器装备从仿制、改进，逐步走向自行研制。

这种集中众多精英才俊超前谋划，制定战略规划，明确武器装备需求的做法，从此成为一项根本制度，延用至今，并将长期沿袭下去。

国防工业领域的科技大布局

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军第一次领略了现代战争的世界级对抗，增强了中央政治局加快发展国防工业、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紧迫感。翻开共和国年鉴，醒目地记录了国防工业在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下，启动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制定并组织实施的国防科技工业“十二年科学规划”，这对指导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会议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不到半年，经过600多名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部分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中央呈送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规划纲要》。

《1956～1967年远景规划纲要》列出了12个科技发展重点。军工方面，在聂荣臻领导下，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门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总规划，以发展原子弹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为重点，部署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制的重大任务。规划的具体目标有：提高喷气式飞机音速的倍数;研制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至600公里近程地对地导弹;电子学方面，研制能发现敌人飞机、导弹，并能引导我军飞机、导弹对其拦截、阻击的设备;研制能准确测定敌人炮兵阵地和军舰的设备，提高雷达探测距离，缩小体积，增强抗干扰性能;研制自动化和保密性能好的超小型化通讯设备;研制电子计算机、电视机无线电侦查设备。原子能方面，与和平利用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用作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防化和军事医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和防生物武器研究。陆军装备方面，主要是进行改进，减轻火炮、坦克等重量，提高质量、增大威力，便于运动或自行化的研究;海军装备方面，开展提高舰艇航速。续航力以及水雷、舰用火炮、鱼雷的威力，研究导弹、火箭在舰艇上的使用等等。

后来的实践证明，尽管受到“文革”强烈的冲击，规划确定的这些目标都是基本上完成。这种集中众多精英才俊超前谋划，制定战略规划，明确武器装备需求的做法，至此成了一项根本制度，延用至今。

国防科研机构和试验基地的布局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重点阐释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反映了毛泽东的国防思想。他强调，“国防不可不有。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还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过去我们没有飞机和大炮，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可靠的办法就是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论十大关系》的系统论述，来自毛泽东听取国防工业部门的汇报提炼。

1956年2月17日，二机部汇报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时，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这时的毛泽东非常清醒。2月22日，毛泽东又专门听取二机部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的这番话，是针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

之后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垄断，保卫国家安全，毛泽东多次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强调军队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高瞻远瞩地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并着力强化了两大措施。

建设国防科研机构和试验基地。1954～196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局成立了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并建成了3个分院和一批专业研究、试验站，分别承担导弹总体、火箭发动机和控制导引系统的研究工作，为导弹研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工作。以后又建成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弹的主要研制工作转到西北基地进行;为了适应常规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国防工业部门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以及产品设计机构，建设了38个科研单位和试验基地，形成了一支约8万人的武器装备研制队伍，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配套的国防科技体系。进行这些基础性、开拓性的预先研究准备工作，包括中近程地地导弹、核潜艇和人造卫星预研基础的型号研制。

建设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为加强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从建国初期解放军创办一批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后，自1961年初到1965年，国家先后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工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还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特殊专业，培养军工专业人才。这些高校的许多优秀人才都成为国防科技工业的骨干力量。

1965年，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的500多项产品中,自行设计的占60%左右。轻型坦克、水陆坦克、履带装甲输送车、反坦克无坐力炮、破甲弹、反坦克枪榴弹、火箭弹等相继研制成功;自动步枪、微型冲锋枪等步兵武器轻型化研制工作取得长足进展;红旗1号地空导弹等装备也仿制成功，保障了后来几次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60年代中期，歼7、强5以及与歼6配套的空空导弹完成定型生产，标志着中国掌握了超声速歼击机的整套生产制造技术。

军舰潜艇研制生产方面，重点在鱼雷快艇、鱼雷潜艇和鱼雷等水中兵器的仿制和“两艇一弹”(导弹潜艇、导弹快艇和潜射导弹)研制上。1965年，试制成功了当时近海作战迫切需要的鱼雷快艇，完成了中型常规动力鱼雷潜艇的转让制造并装备了部队;并于1966年成功制造第一条蒸汽瓦斯鱼雷、反潜护卫艇和火炮护卫舰等，使海军装备上了一个台阶。

军电装备开创了自行研制新局面，几年攻关，不仅保证了“两弹”和部分战备急需的电子计算机、新型器件，还突破了一些新技术。特别是高性能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使中国进入了第二代军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时期，大大增强了国防通信和电子作战能力。

到60年代中期，国防科技工业实现了常规武器装备从仿制向自行研制的过渡，常规武器品种增加、性能提高、配套显著改进。武器装备向国产化、系列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